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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气污染影响因素研究
———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

刘摇 军摇 王慧文摇 杨摇 洁

(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院,江苏南京摇 210044)

摘摇 要:准确识别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,可以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

提供科学依据。 基于 2012—2015 年我国 11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,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

实证分析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。 研究结论表明:城市大气污染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分别

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效应;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“U冶型关系,验
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;以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衡量的产业结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显

著加剧城市大气污染,技术进步和城市绿化有利于改善城市大气污染,而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对大气

污染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。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,提出改善城市大气污染的相应政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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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摇 言

近年来,全国各地经济持续发展,人民生活水平

提升过程中也伴随着各地大气环境质量的恶化。 我

国经济发展进入“新常态冶时期以后,绿色发展的理

念普遍受到重视,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采取了

一系列措施,开展空气质量检测的城市由 2009 年的

86 个增长至 2015 年的 338 个;2015 年污染治理投

入高达 8 806 亿元,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专项投资

达 773. 7 亿元。 “十三五冶规划期间,党中央、国务

院以大气、水和土壤污染治理为重点做出重大决策,
将环境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,
大气污染治理取得积极进展。 但是,我国空气污染

问题依然严峻,国家环境保护部《2015 年中国环境

状况公报》显示,2015 年,在开展空气质量监测的

338 个城市中,265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,超标

率达 78. 4% ;338 个城市中空气轻度乃至重度污染

的平均天数占全年 23. 3% ,大气污染状况依然十分

严重。 引致大气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众多,只有考

察各相关因素,准确识别其中的关键因素,才能为大

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科学依

据。
学者们围绕大气污染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

究,这些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、人口集

聚、技术创新、污染治理投入和产业结构 5 个方面。
淤经济发展水平。 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环境质

量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首要因素。 西方学者

对此问题展开的研究时间较早,Coup佴 假设每个地

区分为两个经济发展阶段:一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

的阶段,二是不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阶段。 研究

发现,在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、投资以

及就业都会对环境污染产生重要影响[1]。 Grossman
研究了地区经济产出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,
并提出“环境库兹涅茨冶曲线,研究发现,“环境库兹

涅茨冶曲线呈倒“U冶型,即环境污染状况起初随着地

区经济的发展而加剧,在一定阶段后,随着地区经济

的发展而得到改善[2]。 彭水军等采用 1996—2002
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得出,工业烟尘排放与地区经

济发展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,工业粉尘和 SO2排

放与地区经济呈 “ N冶 型趋势[3]。 Wang 等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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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—2012 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经济

增长与 SO2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“U冶型关系[4]。
黄滢等基于中国 112 个城市数据研究大气污染浓度

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,发现所有大气污染浓

度指标都呈现 “U冶 型,但是根据每个城市特定的时

间趋势变量发现高增长并不一定导致高污染[5]。
冷艳丽等基于 2001—2010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

察能源价格扭曲对雾霾污染有正向影响[6]。
于人口集聚。 截至 2016 年底,我国常住人口城

镇化 率 进 一 步 提 高, 达 57郾 35% , 比 上 年 高 出

1郾 25% ,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,此阶段对环境影响最

大。 在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大背景下,人口集聚和地

区空气质量息息相关。 Cervero 以 20 世纪 80 年代

美国为分析对象发现,在郊区形成就业集聚的原因

之一是周围环境[7]。 Bento 等从基于住宅区与就业

区的“通达性冶视角对影响城市空间演化的因素进

行分析发现,居民数量的扩大,当地环境质量也会受

到影响[8]。 Padeiro 等以南加利福尼亚地区为对象,
研究显示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在工作地点附近居住,
并认为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匹配对于缓解环境污染问

题有重要意义[9]。 Hargreaves 分析认为公共环境质

量和公共交通会对居民的住房和就业地的选择产生

影响,进而出现空间分异[10]。 王兴杰等利用 74 个

城市数据评估发现,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能源重

化工产业和房地产业高速发展,城市人口密度的不

断提高造成大气污染物的大量集中排放[11]。
盂技术创新。 由于各行业技术创新不断发展,

使得经济和环境质量协调发展存在可能。 Stiglitz 认

为技术进步是调和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重要因

素,因为技术进步利于经济增长[12]。 Levinson 发

现,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抑

制[13]。 Yin 等研究发现,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碳排

放,从而加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“U冶型拐点的到

来[14]。 于峰等对 1999—2004 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进

行回归分析发现,生产率提高、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

可以降低中国环境污染[15]。 顾为东基于江苏省

1978—2008 年数据,研究发现农业技术进步能够有效

缓解农业面源污染[16]。 杨飞等利用中国 1995—2009
年行业数据实证发现,当全球价值链嵌入低于门槛值

时,技术进步会暂时无法有效改善污染问题[17]。
榆污染治理投入。 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

利于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二者之间的关系。
Economides 等在考虑公共投入的前提下,提出研究

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[18]。
Lopez 等在理论框架下研究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的

关系,并用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,合理的财

政支出可以有效减少单位 GDP 所产生的污染[19]。
关海玲等采用 1998—2009 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

发现,政府财政支出的上升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的排

放[20]。 贺俊等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检验表明,我国环

境治理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

反“U冶形曲线[21]。
虞产业结构。 产业结构是影响大气污染的重要

因素,总体来说,第二产业对环境污染的强度要高于

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。 Grossman 等以中国等亚洲

国家为样本分析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,
发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,注重生产的重化工

业得到快速发展,环境污染矛盾越来越突出,而大气

污染问题尤其显著且严重[22]。 Li 等的研究认为,产
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,是改善

环境的最佳途径[23]。 宋言奇等认为产业结构本身

不会引起环境恶化,产业结构调整会对人类的环境

质量起到积极的资源集约效应[24]。 邓祥征等发现

在青海省进行科学的产业结构调整后,环境污染的

风险有所减少[25]。
已有研究取得一定成果,但是以大量地级市为

样本作大气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较少。 在当今

大气污染严重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治理的背景

下,笔者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边际贡献:一是现

有文献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较少同时考虑大气污染的

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效应。 Hao 等研究发现中国城

市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效应[26],邵帅等的研究发

现中国雾霾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明显的雪球效

应[27]。 不考虑空间效应和动态效应,可能会带来估

计和分析的偏误。 二是现有文献较少采用城市数据

进行分析。 张可等研究发现,中国省际尺度太大且

内部差异性较大,难以准确捕捉大气污染的空间效

应[28鄄29]。 因此,基于中国 2012—2015 年 119 个地级

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,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

研究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。

二、中国大气污染现状分析

1. 空气质量指数(AQI)的季节变化

选取空气质量较佳的三亚、海口等 10 个城市,
其年均空气质量指数为 44. 80,处于国家空气质量

标准中日均值的玉级,有利于人体健康(图 1);同
时,选取大气污染较严重的北京、天津等 10 个城市,
其年均空气质量指数为 105. 92,达到国家空气质量

标准中日均值的芋级,对人体健康开始产生显著影

响,呼吸此空气的健康人群会出现刺激症状(图 2)。
由图 1 可知,各季节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中,一

年四季空气质量指数都处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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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摇 2016 年中国 10 个空气质量较佳城市空气

质量指数随季节变化趋势

摇 摇 注:空气污染指数(AQI)的取值范围定为 0 ~ 500,其中 0 ~
50(玉级:空气质量优)、51 ~ 100(域级:空气质量良)、101 ~ 200
(芋级:轻度污染)、201 ~ 300(郁级:重度污染)和大于 300(吁
级:严重污染)

图 2摇 2016 年中国 10 个空气质量较差城市

空气质量指数随季节变化趋势

均值的 I 级和 II 级,尤其秋季空气质量普遍最佳。
由图 2 可知,各季节空气质量较差的城市中,冬季空

气污染最严重、夏季空气质量转好。 污染严重 10 个

城市中,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升降不明显,一年中空

气质量一直较差;乌鲁木齐冬季空气质量最差,平均

指数达到 219,空气已被重度污染,健康人群普遍出

现刺激症状,而该地区夏季空气质量最好,空气指数

为 63. 33。 天津、徐州、济宁、郑州、成都、西安、兰州

和西宁冬季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都超过 100,空气

污染严重,而夏季时指数下降,空气质量有所改善。
观察图 1、2 可知,中国受污染程度较轻城市与

受污染程度较高城市之间空气质量指数相差极大。
2. 2013—2016 年空气质量变化趋势

2013—2016 年,10 个空气质量较佳城市大气污

染水平总体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(图 3、4)。 以哈尔

滨为例,4 年期间空气质量指数逐年下降,说明该城

市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治理,而 10 个空气质量较差城

市空气污染水平总体加重,除兰州年均空气质量指

数无明显变化外,北京、天津等 9 个城市空气污染情

况在四年间都有较大浮动。 2013 年以来,郑州空气

质量指数保持上升态势;北京空气质量指数年平均

数保持在区间 100—150,这表明北京市大气污染治

理效果不明显;天津和乌鲁木齐两市的空气质量指

数在 2013 年达到 4 年中的最大值,在 2014 年空气

图 3摇 2013—2016 年 10 个空气质量较佳城市

空气质量年度变化趋势

图 4摇 2013—2016 年 10 个空气质量较差城市

空气质量年度变化趋势

环境有所改善,在 2015 年、2016 年得到有效控制;
徐州 2013 年的空气质量指数年平均数达到最大值,
为 115. 28;济宁 2014 年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,空气

质量指数达到 126. 58,在 2015 年、2016 年空气污染

情况有略微改善;2013 年,西安空气质量指数年平

均数达到最大值 199,但是 2013 年以来,西宁空气

质量指数一直保持在区间 50—100,空气质量良好,
这表明其大气污染治理成果显著。

图 5摇 2013—2016 年区域年均空气质量

指数年度变化趋势

中国主要区域中华南地区的年均空气质量最

好、华北地区的年均空气质量最差(图 5)。 总体看

来,4 年间空气质量较差的城市或地区与空气质量

较好的城市或地区差距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缩

小,虽然空气质量指数较高城市和地区的空气质量

指数没有太大起伏变化,这表明大气污染一直在各

个城市和地区的控制范围内,但是大气污染问题整

体严峻,仍需要继续加大治理力度以达到显著改善

·36·



城市大气环境的效果。

三、模型建立、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

1. 模型建立

Ehrlich 等提出 IPAT 分析框架来确定环境压

力,把环境压力分解为 3 个部分,即 I =PAT,其中,I
表示环境压力、P 表示人口数量、A 表示富裕度、T 表

示技术水平[30]。 IPAT 模型简单明确,被广泛应用

于研究经济以及人口因素对环境的影响。 在 IPAT
模型的基础上,York 等引入随机项,提出 STIRPAT
模型,基本形式为:Iit =琢P茁

itA酌
itT啄

it着it,其中,i 表示地区,
t 表示时间,琢、茁、酌、啄 为估计参数,着 为随机误差

项[31]。 在 STIRPAT 模型的基础上,笔者引入产业结

构变量、绿化水平变量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变量来研

究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,将 STIRPAT 模型扩展为:
Iit = 琢P茁

itA酌
itT啄

itX浊
it着it (1)

式中 X 表示新引入的解释变量:产业结构变量、绿
化水平变量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变量,浊 表示解释变

量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弹性。 结合已有文献,在模型

(1)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普通面板数据模型:
lnAQIit = 琢 + 茁lnX it + 着it (2)

式中 AQI 为被解释变量,表示空气质量指数;X 表示

解释变量,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(GDP)、产业结构

(STR)、技术水平(TECH)、人口密度(DEN)、绿化

水平(GRE)、环境治理投资(ENV);下标 i 和 t 分别

表示城市和时间;其他字母分别表示常数项、变量系

数、残差。 模型(2)是基本的面板数据模型,技术、
劳动力以及资源等都不存在跨区域流动。 然而这与

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不符,会导致模型(2)的估计

会带来较大的偏差。 基于此,笔者采用动态空间计

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,不仅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关系

以解决空间溢出效应,还可以充分考虑时间因素,研
究前期相关因素对本期的影响。 在模型(2)基础上

构建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如下:

lnAQIit = 子lnAQIi( t - 1) + 籽移
N

j = 1
Wij lnAQI jt +

茁lnX it + 浊i + 淄t + 着it

着it = 姿移
N

j = 1
Wij着 jt + 滋it (3)

式中:子 表示空气质量指数 AQI 一阶滞后的回归系

数,反映前期相关因素对本期的影响;籽 和 姿 分别表

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回归系数,反映大

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;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,反
映各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,以各地级市之间直线距

离作为权重,考虑空间临近但不相邻的两个城市之

间也可能存在相互作用;浊i表示地区效应,淄i表示时

间效应,着it为随机扰动项,分别表示影响空气质量指

数的不同维度随机干扰。 为验证经济发展水平

GDP 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倒“U冶型关系,将
进一步在模型中引进经济发展水平 GDP 的二次项

进行检验。
2. 变量说明

淤空气质量水平(AQI):采用空气质量指数作

为代理变量,空气质量指数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

况的无量纲指数,数值越大,大气污染状况越严重。
于经济发展水平(GDP):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

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,采用地区

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,预期经济发展水平对大

气污染有正向影响。
盂产业结构(STR):产业结构影响空气质量,工

业污染的排放集中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,第
二产业所占比重越大,环境压力越大,相应的空气污

染就会越严重。 用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衡量各地

区产业结构,预期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有正向影响。
榆技术水平(TECH):技术进步实是利用已有

资源或引进技术进行发明创造,将绿色生产技术用

于实际生产环节中减少生产环节中污染物的排放、
降低对空气污染的影响,从而改善大气质量。 参考

刘军等[32]的方法,采用各地区资本劳动比作为技术

进步的代理变量,预期技术水平对空气污染有负向

影响。
虞人口集聚程度(DEN):人口数量对环境有直

接影响,人口数量越大,大气污染物在城市局地范围

内、短时间、大量集中排放,远超城市大气环境容量,
空气污染越严重。 由于中国地级市之间面积差异较

大,直接用人口数量衡量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稍不准

确,用各市年人口密度衡量,预期人口密度对空气污

染有显著正向影响。
愚绿化水平(GRE):森林覆盖率对空气有直接

影响,绿色植物能够有效净化空气,特别是对空气中

的二氧化硫、粉尘等有较强吸收作用,对于空气质量

有积极影响,森林覆盖率也反映地区整体环境状况,
森林覆盖率越高、空气中的污染物越少、空气质量越

好。 用人均绿化面积表示绿化水平,预期绿化面积

能有效改善空气质量,预期有负向影响。
舆污染治理投入(ENV):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

资有利于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二者之间的关

系。 一般来说,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越多、空气质量越

好,预期有负向影响。
3. 数据来源

选取中国 119 个地级地理单元 2012—2015 年

变量数据作为样本,数据来自《中国城市年鉴》 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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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环境统计年鉴》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环境状

况公报。 各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 1。
表 1摇 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

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

lnAQI 476 4. 334 8 0. 294 6 3. 044 9 5. 293 3
lnGDP 476 17. 049 1 0. 884 3 14. 624 2 19. 341 9
lnSTR 476 3. 893 5 0. 241 5 2. 888 7 4. 476 8
lnTECH 476 3. 657 7 0. 321 8 2. 589 7 4. 622 4
lnDEN 476 6. 042 9 0. 773 2 3. 657 9 7. 881 6
lnGRE 476 3. 774 1 0. 561 7 2. 333 6 5. 953 9
lnENV 476 11. 801 1 2. 914 8 0 17. 089 6

四、实证分析

1. 空间相关性分析

采用 Moran爷 s I 指数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

析,其计算公式如下:

Moran爷s I = 移
N

i =1
移
N

j =1
Wij yi - 軃( )y (yj - 軃y) / S2移

N

i =1
移

N

j =1
Wij

(4)
式中:yi为城市 i 大气污染程度;y 和S2 分别为城市

大气污染程度平均值和方差;N 为城市总数;Wij为空

间权重矩阵。 Moran爷s I 指数取值范围为(-1,1),如
果其值大于 0,表明大气污染程度之间具有空间正相

关性。 另外,采用标准统计量 Z 来检验 Moran爷s I 指
数的显著性水平,其计算公式为:

Z(Moran爷s I) = Moran爷s I - E(Moran爷s I)
VAR

E(Moran爷s I) = - 1
n - 1 (5)

摇 摇 根据 2012—2015 年大气污染程度,综合上述计

算公式,可得历年 Moran爷 s I 指数及其统计检验

(表 2)。
表 2摇 2012—2015 年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的 Moran爷s I 指数

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摇

I 指数 0. 041 5*** 0. 050 5*** 0. 050 7*** 0. 041 5***

Z 得分 3. 252 3. 920 3. 930 3. 252
P 值 0. 001 0. 000 0. 000 0. 001

摇 摇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通过 10% 、5% 、1% 水平下的显著性

检验

从表 2 可以看出,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程度

Moran爷s I 指数在 2012—2015 年均为正,且都通过

1%的显著性检验,这表明城市大气污染之间存在非

常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。 而且,Moran爷s I 指数

在 2014 年增至最高幅度,城市之间大气污染程度的

差距届时达到最大值。 上述 Moran爷 s I 指数表明,
城市环境污染具有全局空间自相关性,但这种全局

空间自相关分析由于忽视空间异质性的存在,无法

进一步分析地理位置的局部空间关联模式。 为了能

识别这种空间异质性,需要使用局部空间关联指标

LISA 进行统计性分析。
采用 LISA 集聚图分析城市空气质量的局部空

间集聚模式。 从 LISA 集聚图淤可以发现:2012 年,
城市大气污染低值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;高
值聚集区主要集中山西、京津冀和山东地区。 到

2015 年,城市大气污染低值聚集区有所扩大,主要

集中在四川西部和青海地区;而环境污染高值聚集

区显著增多,主要集中在内蒙古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、
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,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工业

聚集水平较高,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物排放致使大

气污染较为严重。 这一结果表明:一方面,随着时间

推移,环境污染高值聚集区不但没有缩小,反而呈现

扩大趋势,环境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;另一方面,
大气污染与产业聚集密切相关,在产业聚集水平较

高的地区,环境污染较为严重。

淤因篇幅所限,未给出图形,如读者需要,可联系作者索取。

2. 回归结果分析

为得到稳健的结论, 将分别采用固定效应

(FE)、随机效应(RE) 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

(FGLS)以及动态空间面板(Dynamic Panel)进行估

计。 表 3 的方程 1 ~ 4 分别为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

法(FGLS)、固定效应(FE)、随机效应(RE)和动态

空间面板的估计结果。
表 3摇 总体回归结果分析

解释变量
方程 1
(FGLS)

方程 2
(FE)

方程 3
(RE)

方程 4
(动态空间面板)

lnGDP 0. 070 1*** 0. 525 2*** 0. 119 5*** 0. 345 1**

(-3. 80) (3. 76) (4. 69) (2. 08)
(lnGDP) 2 -0. 017 9*

(-1. 72)
lnSTR 0. 068 8** 0. 134 0 0. 161 5** 0. 016 6*

(1. 39) (0. 84) (2. 31) (1. 74)
lnTECH -0. 066 1** -0. 447 0*** -0. 136 1** -0. 085 0**

(-1. 96) (-4. 40) (-2. 59) (-2. 15)
lnDEN -0. 001 6 0. 407 6 -0. 037 2 0. 027 9***

(-0. 010) (0. 95) (-1. 35) (3. 79)
lnGRE -0. 057 3*** 0. 056 7 -0. 033 3 -0. 051 3**

(-2. 73) (0. 92) (-1. 10) (-2. 40)
lnENV -0. 003 2 0. 003 9 -0. 003 4 0. 066 3

(-0. 64) (0. 61) (-0. 69) (1. 34)
常数项 3. 378 4** -6. 230 9* 2. 558 1*** 2. 868 2***

(9. 14) (-1. 88) (5. 42) (4. 08)
子 0. 285 3**

(2. 42)
籽 0. 002 8**

(2. 20)
R2 0. 034 8 0. 079 4
OBS 476 476 476 357

摇 摇 注:括号中数值为 t 值; ***、**、*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

1% 、5% 、10%的显著性检验; OBS 表示样本观察值个数(下同)

表 3 中,方程 1、2、3 是模型(1)的回归结果。
根据 Hausman 检验,P 值为 0. 0000,小于 0. 05,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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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应优于随机效应。 由于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

(FGLS)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

和序列相关性,因此认为方程 1 是稳健的。 但是,方
程 1 和方程 4 的回归结果存在一些差异,且模型

(1)没有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和地理因素,而忽视大

气污染的空间联动,可能会带来估计和分析的偏差。
基于模型(2)的方程 4 不仅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和时

间因素,还引入 GDP 二次项来验证经济发展水平是

否会降低空气污染。 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

中,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正且通过 5% 的显著性检

验,这充分说明大气污染存在显著区域间联系和空

间溢出效应。 与此同时,可以发现当加入一阶滞后

变量后,其系数为正且通过 5%的显著性检验,验证

大气污染的连续性特征,即前一期变量对大气污染

的影响必将会延续到本期以及滞后若干期。 通过方

程 4 可以发现,各解释变量的符号方向均与之前的

预期一致,而且大多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。
淤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、二次

项系数显著为负,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大气污染

之间存在倒“U冶型曲线关系,从而验证环境库兹涅

茨曲线在我国存在。 当前,我国大多数地区经济发

展水平还没到达门槛值,经济发展尚未越过有助于

改善大气污染质量的转折点,空气污染会随着 GDP
的增加而加剧。 但是,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

升,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会带来

环境污染的逐步改善。
于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有正的影响,且通过

10%的显著性检验,即当第二产业比重增加 1% 时,
空气污染增加 0郾 016 6% ,这表明第二产业占 GDP
比重越大,空气污染越严重。 这主要是因为工业是

大气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,而各地区在推动经济增

长的过程中又过多依赖工业发展,从而带来空气污

染的不断加剧。
盂技术水平对空气污染影响为负,且通过 5%

的显著性检验,即当技术水平提高 1%时,空气污染

缓解 0. 085% 。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

高,企业会将绿色生产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环节,基
于高效能源的利用,减少生产环节中污染物排放、降
低对空气污染的影响,从而改善大气质量。

榆人口聚集程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为正,跟预

期一致。 通常认为,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能源

消耗,从而增加空气污染。 由于人口集聚程度越高,
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越迅速,能源重化工和房地产

等产业高速发展,会造成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远超

城市大气环境容量。
虞绿化水平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为负,且通过

5%的显著性检验,即当人均绿化面积增加 1% 时,
空气污染降低 0. 051 3% 。 城市绿化可以降低空气

中有害气体的浓度、减少空气中的放射物质以及灰

尘和细菌,从而提高空气质量,这表明各地区可以通

过扩大绿化面积来降低空气污染。
愚污染治理投入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为正,但没

有通过显著性检验,与预期不一致。 一般来说,政府

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利于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

染二者之间的关系,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越多,空气质

量越好。 但此次研究结果显示,目前我国各地区污

染治理投入的加大并没有降低空气污染,这与贺俊

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。 贺俊等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检

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系,结果

表明,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与环境污

染之间存在倒“U冶 形曲线,二者比重超过 1. 8% 时

才能遏制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[22]。 这表明各地区

投资总量不足以制约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,需要通

过加大环境治理投资额,争取早日达到拐点、降低空

气污染。

五、结论与政策建议

基于 2012—2015 年 11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

面板数据,研究我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。 研究结

论表明:第一,经济发展水平与大气污染之间存在环

境库兹涅茨曲线,但当前我国正处于该拐点的左边,
因而要加快经济发展水平,使得经济增长越过有助

于改善环境质量的转折点。 第二,以第二产业占

GDP 比重衡量的产业结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

加剧我国城市大气污染,技术进步和城市绿化有利

于改善城市大气污染,而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对大气

污染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。 基于以上结论,提出以

下政策建议。
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改善产业结构。 根据研

究结果,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初级阶段,空气污

染随 GDP 的上升而增加,同时第二产业占 GDP 比

重越大、空气污染越严重。 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一直

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,能源

消耗过大,为此,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减小能源消

耗大的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,注重第二产业

内部的结构优化调整。 同时,大力推动第三产业发

展,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。 于加强城市绿化

建设,优化环境治理投资结构。 根据研究结果,城市

绿化水平可以显著抑制空气污染,同时,政府在环境

治理方面投入越多、空气质量越佳。 我国环境污染

治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上升,但大气

污染治理效果不显著。 在我国城市环保投资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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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,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专项投资较为有限。 因此,
在大力提升城市绿化的同时,需要扩大大气污染治

理投资规模、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。 盂增强能源

清洁技术,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。 根据研究结果,技术

水平对空气污染有显著负影响,绿色生产技术的提

高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空气质量,而且技术进步是提

高空气质量的长期决定因素。 为此,根治污染,必须

依靠科技力量。 高质量、低能耗、高效率的适用生产

技术应被重点投入使用,研制和生产技术含量高、附
加值高、符合大气环保要求的产品作为环境保护工

程的重中之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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